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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中国思想界经常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经济体制对立起来进行分析，其重要原因

是假定两种不同体制只有一种是正确的，另一种是错误的; 而没有看到这两种体制其实都在更大程度上

适应了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促进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与产业升级。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生产力
决定生产关系，而经济基础又决定上层建筑。新中国成立初期生产力水平与改革开放后生产力水平有重
大差异，基于不同的生产力水平也自然需要不同的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从这个意义上讲，实行经济改
革并不是纠正前三十年的偏差，而仅是纠正改革这个时间点上的偏差。新中国成立初期计划经济是符合
国情的选择; 而改革反映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要求。为了推进改革，对改革前经济体制进
行理想化的反思有其历史的合理性; 但当市场经济已经深入人心之时，通过简单否定改革前经济体制来

证明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正当性已经没有必要。从较长的历史尺度来看，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所实施的是
如何在既有国情下尽快赶超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 本质都是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
筑相适应的辩证关系探索一条适应不断变革的时代、不断发展的国情、不断变化的世情的发展道路。中
国能成功实现转型，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了正确的理论指导，坚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
标准”，同时也源于中国传统的 “求实”“重实”的传统。强调包容、融合，因而也就不太相信 “教条主
义”“市场原教旨主义”，而是愿意根据实际修正与调整理论，这也是新中国经济体制 70 年变革的统一哲
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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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目前中国思想界有两种思潮: 一种用改革开放后的经济体制来否定改革前的经济体制，对改革开放

前中国经济建设只见问题，不见成绩; 另一种思潮用改革开放前的经济体制来否定改革开放后的经济体

制，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建设只见问题，不见成绩。2013 年 1 月 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
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提出: 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
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什么是不能互相否定
呢? 互不否定，就是你也对，我也对，各美其美。互不否定就是认为改革开放前后三十年的经济体制都
是对的，因而不能相互否定。计划经济有利也有弊，市场经济一样; 因而不能用自己的优势与别人的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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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比较。目前两种思潮互相指责，一个重要原因是: 持这两种观点的学者在潜意识里认为改革开放前后
实施的经济体制迥异，甚至可以说是对立的，因而其中只有一个体制是对的，“不否定你，我就不正确”。
要想说明不能互相否定，就必须要说明两种不同体制为什么都是对的，两种体制是如何统一在新中国 70
年的经济发展史之中的。
把改革开放前后经济体制割裂对立的重要原因是假定两种不同体制只有一种是正确的，另一种是错

误的; 而没有看到这两种体制其实都在更大程度上适应了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
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经济基础又决定上层建筑。新中国成立初期生产力水平与改革开放后中国
生产力水平完全不同; 基于不同的生产力水平也自然需要不同的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从这个意义上讲，
实行经济改革并不是纠正前三十年的偏差，而仅是纠正改革这个时间点上的偏差，即在 1978 年前后原来
的体制已经不太能容纳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了。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计划经济是符合国情的选择

1. 计划经济是极端落后国家加速工业化的选择
按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发展，人类将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最后共同走进共产主义社会。只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才能进入共
产主义社会。马克思认为世界资本主义国家 ( 或主要资本国家) 会同时进入社会主义。但列宁提出: 社
会主义将可以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环节的一个或几个国家取得胜利。从当时的实践看，苏联 1921 年开
始实施新经济政策; 但列宁去世之后苏联开始实行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取得胜利之后，经济体制是什么
样的? 如果在社会主义刚胜利之时，实施计划经济就不是更好的选择，那么列宁提出的新理论实施的必

要性与正当性是什么? 可以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理论提供了对历史发

展规律的深入思考方法，但具体到人类社会演化的形态上，又不能持教条主义观点。正如恩格斯所说，
对待马克思的观点，不能教条主义，它是一种方法［1］。
计划经济可以在没有进行产业革命的国家或工业化前期的国家实施一段时间，从而保证这些国家可

以快速实现工业化。新中国成立初期计划经济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选择; 当时中国工业基础十分落后，1949
年全国钢产量仅为 15. 8万吨，人均不到 0. 5公斤钢，全国的钢产量才够建两座多南京长江大桥 ( 南京长
江大桥全部工程共用钢材 6. 65万吨) 。到 1952年才达到 135万吨，人均不到 3. 5公斤，也仅够建 20 座南
京长江大桥。1952年的钢产量仅能造 3 000多万发炮弹。不仅钢铁行业，新中国成立时，其他主要工业产
品产量也很低［2］。

2. “计划经济+公有制”使加快积累有了更高的正当性
从经济学视角分析，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发展经济的资金来源最终只能主要靠自己的积累; 而在国

力十分薄弱的情况下，加快积累只能是意味着在一定产出的情况下，将更多的产出用于投资而不是消费，

而这又意味着要尽量压低工资并把居民有限储蓄的利率压低。由于中国资金较为缺乏，中国的利率水平
应较高。以抗战前为例，农村的货币借款利率为年息 30%以上，实物借款利率为年息 70%以上。1938 年
到 1942年，中国农村信用较高优惠贷款利率是月息 2%左右，折算为年息是 26. 8%; 1946 年，中国农村
信用较高优惠贷款利率是月息 7. 7%左右，折算为年息是 243%［3］。1926年外国银行支付的 3～5 年期存款
利息是 9%～11%; 同期本土和外国银行贷给工业界的是 12%～24%［4］。
新中国成立后，也面临极其严峻的经济形势; 首要的任务就是把恶性通胀控制住。在新中国成立前

夕人民银行确立的年息 252%一直维持到了 1950年 4月 10 日，如此高的利率水平很快就帮助国内控制住
了物价; 新中国成立一年之后，1950年 10月 20日一年期利率就已经下调到 34. 8%。到 1952年 5月 21日
一年期存款利息已经降为 14. 4%。这一利率水平一直维持到 1955年 10月 1日，可以说这一存款利率水平
与新中国成立前正常年份的利率水平接近。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1955 年 10 月 1 日，利率快速
下降了 6. 48个百分点，降为 7. 92%; 到 1965年更下降为 3. 96%。工业企业的贷款利率在 1953 年就已经
下降为 5. 40%～5. 76%; 在 1955年以后定为 7. 2%，在 1972年又下降为 5. 40～5. 76%。可以说，除了在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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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很短时间高利率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到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前中国维持了基本正常的存款利率，

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存贷款利率都远低于反应资金价格的应有利率水平; 而利率水平的大幅

压低，有利于降低工业化的成本，加速工业化的进程。
同时，较低的工资水平加快了资金积累的速度，加速了工业化的进程。新中国成立后工农的收入水

平都是比较低的; 中国当时的确是消费比例较低，而积累比例较高，但这种高积累使得中国在较短的时

间内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具有生产 “两弹一星”的工业水平，从而保证了国家的安全，也为改
革开放后的经济大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其他没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也实现了经济腾飞的国家，如韩国，也是通过政府的强力控制，压低

了两种最重要的生产要素 ( 资金与劳动力) 的价格，从而保证了资本的高回报与超强投资。但可以设想，
在当时的国情下计划经济与公有制具有更高的可行性与正当性，可以更好地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减少社

会协调的成本。
3. 当时的所有制结构也决定了中国实行计划经济是有利的
除上述原因外，从当时的所有制结构来看，实行计划经济也是有利的。目前有些人有种错误的认识，

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工业企业大部分是民营企业，中国国有企业大部分是公私合营后由民族资本

家的企业改造而来的。这种看法不符合历史事实。新中国成立之初，国有企业实际已经在关系到国民经
济命脉的行业占有了绝对的地位。1949 年新中国建立前夕，国家资本约占全国工矿业、交通运输业固定
资产的 80%; 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政府接收了旧中国的全部国家资本。即使在轻工业领域，国家资本所占
的比例也很高，例如在 1947年仅中纺公司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布机所占比例为 60. 1%［3］。1949 年，在工业
领域国有经济的产值占 34. 7%，到 1952年已经增加到 56%; 1949年，在商业领域国有经济的批发商业营
业总额占 23%，到 1952年已经增加到 60%; 银行业基本没有私营经济的成分［5］。从总体上看，新中国成
立初期国有资本是 150亿元，而民族资本只有 14亿元左右，国有资本占到 91%。也就是说在公私合营以
前，国有经济已经占有了绝对多数。在国有经济占 90%以上的情况下，实施计划经济就成了当然之选。

4. 国际环境也决定中国要采取 “计划经济+国有企业”来加快重工业的发展
“二战”后，美苏两个集团的冷战格局逐步形成。世界舆论普遍认为“美苏必战”进而“第三次世界
大战必将爆发”。在这种情况下，主要大国都十分关注发展工业 ( 军事工业) ，中国更是如此。由于 1840
年以来的百年屈辱史，新中国领导人对于这个 “新生儿”能否健康成长而不被扼杀在摇篮中有着深深的
忧虑。因而，当时中国不是要不要优先发展重工业，而是如何优先发展，如何尽快优先发展，从而在
“要到来”的世界大战或局部战争中至少自保。
新民主主义理论提出中国要在相当的长时间内实施新民主主义社会，但毛泽东同志在 1952 年 9 月提

出“从现在开始要用 10年到 15年的时间，随着社会主义因素的不断增加，一步一步地逐渐地由新民主义
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等到 10年或 15年以后再采取突变的方针向社会主义过渡”。这种变化，
主要是由于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国际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
加强了对中国的封锁，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交流并利用资本主义的技术与资金的渠道变得更加困难;

另一方，在朝鲜战争后，由于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表现，苏联决定大力支持中国工业化进程。
苏联对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支持可以说是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决定抓住机遇，

加速中国工业化进程，用当下的语言讲就是加速产业升级的速度，打破比较优势陷阱。当时中国工业的
所有制情况可以概括为: 重工业民营干不了，轻工业国家不能放。重工业一个特点是资金回收期较长，
资金投入较大，特别是军事工业，如果不发生战争，仅是投入没有产出; 因而当时的民营经济 ( 用当时

的语言讲是民族资本家) 既不愿意也没有资金及人才的实力发展重工业。重工业仅能依靠国有经济来发
展。在轻工业方面，民营经济有一定的实力，应该说也符合当时中国的比较优势，是经济效益比较高的
行业。在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成立初期，轻工业产品没有销售的问题，供求的主要矛盾是供不应求; 从政
府的角度出发，轻工业也是一个能较多地取得 “利润”的行业，从而能取得尽量多的资金支持重工业发
展，所以政府当然也希望自办轻工业，取得“利润”。税收也是一个办法，但有些人的纳税意识不强，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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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税比较严重，以至有了后来的“三反五反”; 从当时干部的文化程度来看，以税收的方式把大部分 “剩
余”集中到国家手中的管理成本也不会低于国营的方式; 在国家整个运行管理体制下，轻工业也由国有
企业经营的总成本也较低。总之，在确定了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后，计划经济与公有制也成为了
推动国家战略实施的有力手段。
事实表明，当时中央的战略决策是正确的，10年后中苏关系很快恶化①，而新中国抓住了稍纵即逝的

战略机遇期为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打下了基础。20世纪 60年代后中国军事工业基本建立，等中国两弹一
星成功后②，困扰中华民族百年的 “亡国灭种”危机基本消除，中华民族不仅站了起来，而且站稳了
脚根。
到 1970年以后，国际环境也开始发生变化。一方面“二战”后欧洲发达国家的战后重建完成，西方

发达国家又发生了经济危机，急于寻找国际市场; 另一方面中美关系缓和，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应有

权利，对外交流的渠道也变得畅通。这也是 1978年以后能实施对外开放的国际环境，而这些条件在新中
国成立之初也是不具备的。

5. 印度在建国之初也选择了计划经济
不仅是中国，作为世界人口第二大国的印度在 1950 年也选择了计划经济。印度建国时，虽然经济发

展水平高于中国，但工业基础也十分落后，当时钢材的自给率为 75%，机械的自给率为 32%。印度于
1950年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并于 1951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并一直沿续到本世纪。与中国依靠
国有企业发展类似，印度也依靠国有企业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到 20世纪 90年代初，在印度国民经济的重
要行业，如矿业、公用事业、铁路、邮电、金融等部门，国有企业占比达到 90%以上; 中央直属企业为
244家，而邦级国有企业达到 843家［5］。为什么走了不同政治道路的两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都选择了 “计划
经济”，而到 20世纪 80年代初又都成功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 这很难用一党的指导理论或政治偏
好来解释。可能罗宾逊夫人更能指出计划经济的本质: 它是 “一种没有进行产业革命的国家可以用来效
仿产业革命的技术成就的手段，一种在一套不同的游戏规则中进行快速积累的手段”。可以说在 20 世纪
50年代中国和印度选择计划经济正是因为它可以更好保障一国实施 “技术效仿” “技术扩散”和 “技术
赶超”的战略，尽快建立自身的工业体系。

6. 能否容纳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是判断一种制度是否适应一个国家的最终标准
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上，很容易落入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争论之中; 历史不能

假设、重复，因而很难验证选择了另一种制度是否会对生产力有更大的促进。新中国成立后，生产关系
与生产力是否适应本国的判断依据应是生产力是否有快速发展。生产力快速发展可以体现在多个方面，
但经济发展与生产能力的发展无疑是最重要的方面。从 1952年到 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从 100 增长
到 474. 4 ( 剔除价格因素) ，年均增长率为 6. 15%。1978年粗钢产量是 1952年的 23. 5倍，原煤是 9. 4倍，
原油是 236. 5倍，发电量是 35. 2倍，水泥是 22. 8倍，硫酸是 34. 8倍③。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新中国
成立后的 30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 若这 30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总体不相适应，按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
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理论，将很难理解长达 30年的快速增长。
而且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不仅是生产力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质量也大幅提高。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开发的人类发展指数可以衡量一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其中主要因素是经济水平、健康、受教育程
度，这三个方面可以较好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从而也可以较好地衡量一国普通民众的

生活质量。新中国成立后的 30年，居民的健康程度得到较大提升，预期寿命分别净增 19. 2%、31. 9%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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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1960年 7月 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撤走在华的苏联专家，到当年 9月 1日苏联将 1 390名专家全部撤回国。
1964年 10月 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 6月 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 4月 24日中国第一颗人

造卫星发射成功。
若从 1949年开始计算，增长速度就更快了，1978年粗钢产量是 1949年的 198. 6倍，原煤是 19. 3倍，原油是 867. 1倍，发电量是

59. 7倍，水泥是 98. 8倍，硫酸是 165. 3倍。本文从 1952年开始计算，一方面是由于在“二战”后各国都有快速的经济恢复，若从 1949年
开始计算，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夸大;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史数据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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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56%，年均增长率达到 2. 34%。教育也得到了快速发展，1978 年劳动年龄人口中没有完成小学的比重
比 1952年下降 34%，文盲率下降了 63. 6%。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前 30年，中国人类发展指数无论是衡量经
济水平的指数，还是衡量教育水平的指数、衡量健康水平的指数，1978 年均比 1950 年有了较高水平的
增长［6］。
总之，正如胡乔木 1989年在美国演讲时所指出，“就五十年代中国经济和中国历史的全局而论，重

要的是，无论早几年或迟几年，保留多少私有成份，经营管理上和计划方法上具有多大程度应有的灵活

多样性，总之，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是不可避免的”［7］。新中国成立后 30 年的经济社会发展也表明，在这
段历史时期经济体制总体上适应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从而促进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三、改革反映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要求

1. 中国改革是对变化的生产力的回应
中国 20世纪 80年代初期的改革反映了变化的生产力对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变革的要求。经过新中国

成立后 30年的艰苦奋斗 ( 以经济学的语言讲就是少消费多储蓄) ，中国工业化体系基本建成。以钢产量
为例，1978钢产量已经超过 3 000万吨，是 1952年的 23倍多 ( 年均增长 13%) 。此时再按传统的计划经
济模式进行管理已经弊大于利。当时机械行业生产能力利用普遍不足，中国机械行业重镇黑龙江机械工
业生产能力闲置一半［8］。其他的行业也有类似的情况。当然，生产力是连续变量，生产关系是离散变量，
什么时候要转到市场经济难有一个准确的判断。但从当时国民经济情况来看，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确
需要进行调整;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已经表现出了很大的不适应性。后来的改革方向大家都很清楚，中国
采取了渐进式的改革措施，到 1992年最终确定了市场经济的地位。改革的措施又一次激发了中国经济的
活力，中国经济又快速增长 40年。可以说，中国渐进改革的真正智慧在于在不知市场与计划合适比例的
情况下，让不同所有制的企业替代市场与计划两种方式竞争，找到市场与计划最佳结合点。
由于生产力是连续变量，而且经济体制与制度是离散变量，因而生产力与经济体制的矛盾总是绝对

的，所以改革永远在路上生产关系在某一时点上，与生产力不相适应，不能因此就推断在过去的一段时

间内生产关系就与生产力不相适应。所以，无论是奴隶社会替代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替代封建
社会，仅能说明在社会形态变更的时点上，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不相适应了，需要进行变革，而不能说明

整个奴隶社会时期或封建社会时期对生产力都是不适应的。因而本质上讲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是否适应，
总是时点问题而不是时期问题; 但由于生产关系是离散变量，因而才退而求其次地讲在某一段时期生产

关系与生产力的适应。如果对此有深刻的理解，自然也就能理解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生产力快速发展，仅
能说明这一时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存在很大的不适应，需要进行变革。这就如同目前一些乡村所推进
的土地集体经营，仅是说明改革开放后的 “包产到户”制度在今天有些地区已经与生产力不相适应，需
要进行变改，而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后相当长时间内这一制度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

2. 在转向市场经济的改革时点，印度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当
当时进行改革较为合适，也可以从印度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改革来印证。印度在 20世纪 80年也

开始减弱计划的力量，在 1991年时确立了市场自由化原则。更加巧合的是中国和印度在 20 世纪 90 年代
初的人均 GDP 正好相当，而就是此时两国都确定了市场化的改革方向。

3. 是否能及时改革反应执政能力
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基础原理出发，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主张

的“各国内部事务应由本国人民自己决定”，因为只有本国人民才能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国情。从这一原理
出发，对各国的争议也会有更清楚的判断。例如，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至 60 年代中期中苏对社会主义道
路进行过争论。目前来看，当时双方的主张都是对的，但都是只适用于自己国家国情的体制模式。当时
苏联生产力水平已经相当于中国 20世纪 80年代的水平，对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进行调整是理所应当的，
所以苏联在 20世纪 60年代也有改革 ( 虽然最后夭折了，但当时的改革不仅必要而且紧迫。中国共产党当
时主张的经济体制也是适应于中国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有利于中国尽快建立自己的工业化体系。再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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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 20世纪 60年代末捷克斯洛伐克提出市场社会主义的改革主张? 本质也是捷克斯洛伐克在东欧经济
发展水平最高，最迫切需要对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进行改革。

四、总结与进一步的思考

对改革开放前的经济体制的反思是十分必要的，是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能顺利推动的主要保障。基
于当时各方面的原因，理想化的反思在所难免。无论是捷克斯洛伐克市场社会主义改革，还是苏联的改
革最后都夭折了; 古巴与朝鲜在经济这么困难的情况下，仍旧坚持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 除中国、越南
以外，向市场经济转型后苏东阵营国家原来的执政党再没有执政。可以说，目前只有中国与越南在保持
政权稳定的情况下基本成功实现转型。这可以看出改革初期的阻力与风险有多么大。
当年，从政治的角度出发，为了推进改革，对改革前的经济体制进行理想化的反思有其历史的合理

性; 但当市场经济已经深入人心时，通过简单否定改革前的经济体制来证明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正当性

已经没有必要，而且目前来看已经越来越弊大于利。如果不能在理论上说明中国经济前后两个历史时期
的统一性，不能说明 70年来中国经济体制变化的物质基础与客观必然性，则难以真正统一各方意见。如
果能从理论上讲明中国 70年来经济体制变革的必然性，就可以团结各种力量，克服各种阻力向前进。
从较长的历史尺度来看，新中国成立 70年来所实施的经济体制一直遵循一条如何在既有国情下尽快

赶超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本质都是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适应的辩证关系探
索一条适应不断变革的时代、不断发展的国情、不断变化的世情的发展道路。在改革开放前，中国与发
达国家差距较大，为尽快模仿与利用发达国家产业革命的技术成果，计划经济与公有制保证了 “高积累”
的可能性与正当性，从而使中国在短短的 30年内建立起较完备的工业体系。而当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
缩小后，市场经济与“多种所有制并存”能发挥各方面 ( 企业与政府、市场与计划) 的能动性，从而保
证赶超的成本与效率。因而改革开放后，计划与市场此消彼长，国有与民营此退彼进，有历史的必然性
与合理性。
中国是十分幸运的，中国共产党在两个关键的时刻 ( 期) 都作出了正确的选择，特别是市场化改革

这一步，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极易导致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大幅下降。中国能成功实现转型，最根
本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了正确的理论指导，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时也源于中国传
统的“求实”“重实”的传统。强调包容、融合，不太相信有绝对正确的真理，因而也就不太相信“教条
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而是愿意根据实际修正与调整理论，从而能这也是中国经济体制 70 年变革
的统一哲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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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istent Philosophy Behind China’s Seven Decades of Economic Ｒeforms
LI Gang

(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44)

Abstract: Chinese intellectuals often carry out antagonistic analysis on China’s economic systems before and
after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1978． An important reason is that they assume that only one of these two systems is
correct，while the other must be wrong． They did not recognize the fact that both systems were mostly consistent with
China’s productivity level at the time． According to Marxist basic principles，productivity determines relations of
production，while economic foundation determines the superstructure． China’s productivity level in the 1950s was
vastly different from that after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1978． Different levels of productivity naturally require dif-
ferent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and superstructures． In this sense，China’s economic reforms were not intended to ad-
dress the deviations of the first three decades． Instead，they were only intended to address deviations at the time
point of reform． This paper indicates that the choice of planned economy in the initial stage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 in 1949 was consistent with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at the time; on the other
hand，reforms reflected the necessity to change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and the superstructure in line with chan-
ging productivity． From a political perspective，it is justified to make idealistic reflections upon the pre-reform eco-
nomic system． However，as the market-based economy takes hold in people’s mind，it becomes unnecessary to prove
the legitimacy of market-based economic reforms by negating the pre-reform economic system—such an attitude now
appears increasingly less helpful and more harmful． From a historical dimension，China’s economic system over the
past seven decades has always been designed to help China catch up with and overtake developed countries with its
existing national conditions． In essence，China has been exploring a development path that keeps abreast with chan-
ging times，changing national conditions，and changing market conditions． China’s successful transition is attributa-
ble to adherence to correct theoretical guidance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China’s traditions of
“seeking the truth”and“respecting facts．”China’s traditional culture puts a premium on tolerance and integration
and does not believe in absolutely correct truth． Therefore，Chinese do not believe in“documentation”and“funda-
mentalism”but instead，are willing to adapt theories to the reality and stick to the principle that“practice is the
sole criterion for testing truth”，which is a consistent philosophical basis for the seven decades of China’s changing
economic system．

Keywords: productive forc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economic system;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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